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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流域基流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张泳华1,2,刘祖发2,3,赵铜铁钢2,3,梁廖逢1,2,高艺桔1,2,符洪恩1,2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2.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3.中山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基于东江流域控制性水文站博罗站 1954—2010 年实测日径流数据,采用数字滤波法和平滑
最小值法进行基流分割,从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探讨博罗站基流的变化特征,从降水和人类活动两方
面分析基流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数字滤波法更适用于研究区;东江博罗站基流量的年内分布先增
大后减小,基流指数先减小后波动增大;东江博罗站年均基流量和基流指数总体呈增大的趋势,多
年平均基流量为 414． 04 m3 / s,多年平均基流指数为 0． 56。 枯水年和偏枯水年的平均基流指数均为
0． 55,平水年为 0． 57,偏丰水年和丰水年分别为 0． 57 和 0． 55;降水对东江流域基流量有年际影响;
年内不同月份的突变规律说明大型水库是东江流域基流变化的关键性因素,水库的水量调度使基
流量在枯水期呈显著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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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ase flow in Dongjiang River Basin∥ZHANG Yonghua1,2, LIU
Zufa2,3, ZHAO Tongtiegang2,3, LIANG Liaofeng1,2, GAO Yijie1,2, FU Hong’en1,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W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asured daily runoff data from 1954 to 2010 at the Boluo Station of the Dongjiang River,the
digital filtering method and the smoothing minimum method were used for the base flow separation.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se flow and the base flow index at Boluo station were discussed on different time scales,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base flow were analyzed from precipitation and human activiti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gital filtering
method was more suitable than the smooth minimum method in the study area. The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he base flow of
Boluo Station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hile the base flow index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The average
annual base flow and base flow index at Boluo Station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The average annual base flow was
414． 04 m3 / s, and the average annual base flow index was 0． 56. The average base flow index in both dry and partial dry
years were 0． 55, that in the normal year was 0． 57, and that in partial wet and wet years were 0． 57 and 0． 55,
respectively. Precipitation has an interannual impact on the base flow in Dongjiang River Basin. The change of the runoff in
different months indicates that the large reservoir is a key factor in the change of the base flow in Dongjiang River Basin.
The water regulation of the reservoir makes the base flow increase significantly in the dry season.
Key words: base flow sepa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ase flow; base flow index; digital filtering method; smothing
minimum method; Dongjiang River Basin

　 　 基流一般来源于地下水或其他延迟部分的径
流,在枯水期维持着河流径流量,是自然径流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工农业供水、水安全、非点源污染评
价、水资源评价与调查、降雨和径流关系模拟等水资

源研究中,基流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1-2]。
基流涉及气候、地理等多方面,无法通过观测直

接获取,需要结合数值方法进行分割[3-4]。 基流分割
方法很多,且适用范围不同[5]。 数字滤波法和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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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法利用数值模拟简化分割过程,是国内外常
用的基流分割方法[6-7]。 这两种方法在不同流域适
用性不同。 王敬哲等[8]对呼图壁河进行基流分割,
发现平滑最小值法优于数字滤波法;董晓华等[9]进

行三峡水库基流分割,认为数字滤波法优于平滑最
小值法;郝璐等[10]在秦淮河流域进行基流分割,认
为数字滤波法更稳定。 基流特征时空变化受气候和
人类活动的影响,Smettem 等[11]根据澳大利亚南海

岸的基流特征得出基流时空变化与流域的水文地质

地貌、人类活动等有关;董薇薇等[12]认为降水在长

时间尺度上主要影响疏勒河基流;白乐等[13]发现人

类活动是影响秃尾河基流演变的主要因素;亢小语
等[14]研究黄土高原流域基流特征后,认为人类活动
是基流变化的驱动因素。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我国
三大增长极之一[15]。 东江水资源供给珠三角地区
的香港、深圳和广州等重要城市。 近年来东江流域
枯水期提前,沿海咸潮顶托,发生了供水危机。 枯水
期径流主要由基流组成,开展东江基流分割研究,对
于流域生产生活供水稳定和水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

用。 整体上,东江基流研究集中于分割方法的讨论,
对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文佩[16]对东江部分流域

进行基流分割,比较改进 TOPMODEL模型与多种传
统方法,发现数字滤波法更接近模型模拟结果。 黄
国如[17]研究东江 13 个子流域的基流特征后认为不
同分割方法差距较大,得到稳定基流指数(base flow
index, BFI)的数字滤波法可能是最优的分割方法。

本文运用数字滤波法和平滑最小值对东江博罗

水文站 1954—2010 年实测日流量过程进行基流分
割适用性研究,探讨博罗年均基流量和 BFI 的变化
特征,讨论降水和人类活动对基流量的影响。

1　 研究区概况

东江发源于江西省,上游称寻乌水,南流入广东
省境内,至龙川定南水后称东江。 东江干流流经多
个城市至东莞石龙,分南北两水道入狮子洋,经虎门
出海。 流域范围在东经 113° 52′ ~ 115° 52′、北纬
22°38′ ~ 25°14′,流域面积为 35 340 km2。 流域内地
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土壤类型以赤红壤和红壤为主。
东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4—6 月多为副热带
高压控制的锋面雨,7—9 月则为热带气团的台风强
降水。 受降水的影响,河流的汛期是每年 4—9 月。

供水区域内人口超千万的广州、深圳、东莞平均
经济密度大,香港更高达 16 亿元 / km2 [18]。 东江流
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使东江水资源利用和管理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

本研究选取的博罗站汇水面积为 25325 km2,占
流域总面积 71． 7% ,具有代表性[19]。 博罗水文站设
立于 1953 年 8 月,位于东江下游的广东省博罗县,
是国家一类精度水文站,也是东江干流下游控制站,
地理位置为东经 114°18′、北纬 23°10′。

2　 数据资料与研究方法

2． 1　 数据资料
研究数据为东江控制性水文站博罗站 1954—

2010 年实测逐日径流量时间序列,对日径流量进行
基流分割,日基流量按时间累计得到月基流量和年
基流量。
2． 2　 基流分割方法
2． 2． 1　 数字滤波法

在 1990 年,Nathan等[20]通过多组方法对比,揭
示了数字滤波法对于基流分割的有效性。 数字滤波
法由于参数少,操作简单,在基流分割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 本文采用的滤波方程为

Qd,t = αQd,t -1 - α + 1
2 (Qt - Qt -1) (1)

Qb,t = Qt - Qd,t (2)
式中:Qt、Qt - 1分别为时段 t和 t - 1 内河段的总径流
量;Qd,t、Qd,t - 1分别为时段 t和 t - 1 内的地表径流产
生量;Qb,t为时段内河段的基流量;α 为滤波参数,表
征基流衰减度。

根据各流域的气候、地质等实际情况得到滤波
参数取值 0． 9 ~ 0． 95,采用正反相交滤波计算能使
基流更稳定[21]。 本研究中,当滤波参数分别取值
0． 9、0． 925、0． 95、0． 975,得到的基流指数分别为
0． 632、0． 602、 0． 559、 0． 483。 当滤波参数为 0． 95
时,第 3 次滤波计算后,基流量分别比第二次和第一
次减少 9%和 23% ,且反映水文序列变异程度的离
散系数 Cv分别减少了 0． 05 和 0． 14,基流相对平稳,
因此滤波参数 α取 0． 95,采用正、反、正 3 次滤波。
2． 2． 2　 平滑最小值法

先将连续日径流长序列按照固定步长划分为不

重叠的短序列,然后将每个短序列的最小值 qt组成

一个新序列。 若 0． 9qt≤min( qt - 1,qt + 1),则 qt为基

流过程线的一个拐点。 将所有拐点用线性内插法计
算剩下的其他点,最终连接所有点得到基流过程线。
东江博罗站流域面积较大,划分步长不宜过短,取步
长为 5 d。
2． 3　 数据分析方法

水文系列的相关系数按积差方法计算,若相关
系数为正,则水文序列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负
则水文序列呈负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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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两水文序列的相关程度越高。 采用线性回归
法[22]对水文序列进行线性趋势分析,R2为线性回归

的决定性系数,方程一阶导数为单位时间内的变化
率。 R2越大,水文序列线性拟合程度越高。 Manner-
Kendall检验法(M-K 法)能够检验非线性趋势[23],
被广泛应用于水文、气候等领域[24]。 ZMK为时间序

列变化趋势值,若 ZMK > 0,表示水文序列随时间呈
增加趋势,反之表示呈减小趋势。 当显著性水平为
5%时, |ZMK | >1． 96,水文序列数据存在显著趋势性。
UFK和 UBK分别为顺时间和逆时间的累积统计值,当
UFK、UBK两曲线相交时,则水文序列存在突变点。

3　 结果与分析

3． 1　 基流量和基流指数的年内变化特征
基流指数是指一段时间间隔内基流量与总径流

量的比值。 图 1 为研究区径流量、基流量与基流指
数的年内月变化趋势(a 和 b 分别代表数字滤波法
和平滑最小值法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下同)。 博
罗站年内径流量集中在汛期 4—9 月,径流量自 4 月
明显增加,夏季 6 月达到最大,而后逐步减少,进入
10 月后径流量达到相对稳定。 两种方法计算所得
的基流量的涨落规律与径流量一致,均呈先增加后
减少的趋势。 基流指数先减小后波动增加,其中
6 月基流指数最小。 7 月和 8 月的基流指数较 6 月
和 9 月有小幅增长,在这两个月降水量减少,但 6 月
部分径流量下渗为地下水时流速减缓,并在 7 月补
给基流,基流量的减幅小于径流量,基流指数增大。
8 月与 7 月类似,但此类补给亦随着径流量减少而
减少。 10 月进入枯水期,径流量显著减少,基流指
数逐渐增大。 枯水期 BFI 均大于 0． 6,表明枯水期
的径流主要来源为基流。

图 1　 径流量基流量与基流指数的年内月变化
Fig. 1　 Monthly variations of runoff and base flow and BFI

3． 2　 基流量和 BFI的年际变化特征
对两种方法得出的博罗站流量序列进行线性回

归趋势分析,放到年际基流变化及趋势如表 1 和图
2 所示。 在 1954—2010 年间,东江博罗站年均径流
量为 741． 05 m3 / s,总体有不显著的上涨趋势。 两种
方法得到的线性回归变化速率均为每年增加约

3 m3 / s,为年径流量增速的 4 倍。 两种方法计算所
得的基流量的 ZMK和 R2均高于径流量,基流量趋势
更显著,线性回归的拟合程度也更高。 基流受地下
水和地表径流两者影响,在博罗站,基流量的变化大
于径流量,可能地下水对基流的影响较大。 河流基
流量受流域包气带调蓄作用和下渗过程等影响,这
说明东江流域近年来的土地利用变化改变了流域的

下垫面,对河流产汇流影响较大。
表 1　 1954—2010 年径流量与基流量的年际变化特征
Table 1　 Annual varia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runoff

and base flow from 1954 to 2010

类别
年均径流量 /
(m3·s - 1)

年均增速 /
(m3·s - 1)

Cv ZMK R2

总径流 741． 05 0． 73 0． 272 1 0． 598 9 0． 003 6
基流(a) 125． 72 3． 00 0． 303 6 3． 214 8 0． 154 4
基流(b) 150． 80 3． 03 0． 304 5 2． 567 6 0． 109 4

图 2　 径流量与基流量的年际变化
Fig. 2　 Annual variations of runoff and base flow

图 3 为两种方法计算所得的年际 BFI变化过程
及趋势。 两种方法计算所得的多年平均 BFI分别为
0． 56 和 0． 66。 数字滤波法分割所得的 BFI 变幅为
0． 37 ~ 0． 68,R2为 0． 468 7,Cv为 0． 151 4。 平滑最小
值法的 BFI 变化幅度较大,为 0． 46 ~ 0． 81,R2为

0． 497 3,Cv为 0． 122 3。 两种方法计算所得的 BFI 变
化过程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离散程度相似,且在年
际变化上均表现为明显递增的趋势,增长速率每
10 a 高达 0． 035。

图 3　 BFI的年际变化
Fig. 3　 Annual variation of BFI by two methods

3． 3　 两种基流分割方法的比较
两种方法分割出的基流特征存在一定差异,平

滑最小值法分割的基流量与 BFI 均大于数字滤波
法。 Eckhardt[25]认为常年排水性流域 BFI 的最大值
小于 0． 8。 本研究数字滤波法得到的 BFI 最大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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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 8,更适用于博罗站。 以 1982 平水年和 1983 丰
水年为例,如图 4 所示,平滑最小值法计算的基流涨
落明显,特别在洪水较多的汛期,分割的基流包含过
多地面径流,基流量偏大,与 Aksoy 等[26]的研究结

果一致。 在流域产汇流时,下垫面对降水有阻尼等
效应,基流过程线较光滑。 平滑最小值法分割的基
流量 Cv(0． 489 8)大于数字滤波法(0． 434 5),数字
滤波法的基流过程线比平滑最小值法的更为平稳。
在博罗站,数字滤波法计算的基流值更为准确,下文
均选用数字滤波法分割的基流数据。

图 4　 1982 年和 1983 年径流量和基流量
Fig. 4　 The runoff and base flow in 1982 and 1983

3． 4　 不同水平年的基流量和 BFI的变化特征
根据径流量年际变化过程,采用 SL250—2000

《水文情报预报规范》,用年径流量和距平百分率划
分丰平枯水年,东江博罗站划分标准和结果见表 2。
博罗站径流量年际变化较大,1963 年最少,1983 年
最多。 博罗站的年均基流量在枯水年和偏枯水年分
别为 80． 2 亿 m3和 109 亿 m3,平水年为 132 亿 m3,
偏丰水年和丰水年分别为 154 亿 m3和 178 亿 m3。
枯水年 BFI最大可达 0． 68,枯水年和偏枯水年的多
年平均 BFI 均为 0． 55;偏丰水年和丰水年分别为
0． 57 和 0． 55;平水年的 BFI最大,多年平均为 0． 57。

表 2　 丰平枯水年划分标准
Table 3　 The standard of wet, normal and dry years

丰平枯级别 距平百分率 / % 径流量 /亿 m3

丰水年 ≥20 ≥280
偏丰水年 (10,20) (257,280)
平水年 ( - 10,10] (210,257]
偏枯水年 ( - 20, - 10] (187,210]
枯水年 ≤ -20 ≤187

4　 基流的影响因素

4． 1　 降水
在东江流域所有气象要素中,与径流关联度最

大的是降水[27]。 董满宇等[28]基于东江流域及邻近

12 个气象站点 1959—2004 年逐月完整的降水量资
料得到东江全流域年降水量分布情况,同时也选用
M-K检验方法对东江流域降水情况进行分析。 结
合其相关降水数据和本研究对应的 1959—2004 年

的径流和基流情况,得到东江流域降水量与博罗站
径流、基流量的 M-K检验统计值 ZMK如表 3 所示。

表 3　 东江流域降水量与博罗站径流、
基流量的M-K检验统计值 ZMK

Table 3　 M-K test values for runoff, base flow at
Boluo Station and precipitation in Dongjiang River

月份 降水量 径流量 基流 月份 降水量 径流量 基流

1 1． 47 3． 50 3． 58 7 1． 43 - 0． 53 0． 57
2 0． 24 2． 65 3． 84 8 0． 45 - 0． 49 1． 67
3 0． 12 2． 46 3． 64 9 0． 14 0． 19 0． 25
4 0． 48 1． 76 3． 67 10 - 0． 67 - 0． 44 0． 17
5 - 1． 62 - 0． 97 2． 42 11 - 0． 58 - 0． 04 - 0． 09
6 - 1． 41 - 2． 35 - 0． 09 12 0． 69 1． 59 1． 25

1959—2004 年,东江流域降水量多年 ZMK平均

值为 1． 04,虽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趋势不显著。 年
内 5—6 月和 10—11 月的降水量呈下降趋势,汛期
5 月和 6 月的下降趋势较显著。 与降水量年际变化
不同,博罗站的径流量虽围绕平均值波动,较为离
散,但 ZMK值为 - 0． 70,有不明显的减小趋势。 区域
内多年降水量和径流量应持平,而为了缓解供水地
区的缺水问题,东江流域从 1965 年逐步建设东深供
水工程等跨流域引水工程,对东江流域径流量有一
定影响。 在年内,径流量在汛期除了 4 月和 9 月有
不显著的上升趋势外,5—8 月为下降趋势,其中 6
月下降趋势最明显。 从 10 月到翌年 3 月减少趋势
减缓,枯水期的 1—3 月趋势转为增加,且增加趋势
显著。 径流量的年内趋势与降水趋势差别较大,在
枯水期尤为明显,可能与人类活动的影响有关。

与径流量不同,博罗站的基流 ZMK值为 1． 89,总
体趋势增加,比降水和径流的增加趋势更为显著。
除了 6 月和 11 月有不显著减少趋势外,其余月份的
基流量均呈增加趋势,1—5 月的趋势显著。 枯水期
的基流趋势与径流基本一致,说明枯水期径流受降
水的影响较小,径流主要来源于基流,这与周平
等[29]研究结论一致。 同时,基流量的年际和年内的
增长趋势均高于径流量,进一步说明人类活动对东
江流域的下垫面影响较大。
4． 2　 人类活动
4． 2． 1　 大型水库对基流的影响

大型水库的调蓄使东江流域径流年内分配显著

改变[30]。 东江流域新丰江、枫树坝、白盆珠三大水
库分别于 1959 年、1973 年和 1985 年投入使用,总
控制面积占博罗站以上控制面积 46． 4% [31]。 三大
水库的总库容分别是 138． 96 亿 m3、19． 32 亿 m3和

12． 2 亿 m3,总库容占总径流 73% ;集雨面积分别为
5 734 km2、5150 km2和 856 km2,所处河段分别是新丰
江、东江干流和西枝江。 大型水库在汛期储水、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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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泄洪,调节了东江洪枯流量。
以汛期径流量和基流量最大的 6 月和进入枯水

期的 10 月为例,图 5 为博罗站径流量和基流量 M-K
法突变检验结果。 在 1954—2010 年,博罗站 6 月径
流上升趋势波动减缓,随时间变化出现下降趋势。
相似地,博罗站的径流除了 4 月和 8 月有上升趋势
外,其余汛期月份上升趋势波动减缓。 在枯水期径
流量趋势上升,随时间变化达到显著。 水库在汛期
拦蓄,使博罗站的上游来水减少;在枯水期下泄库
容,使博罗站径流量增加,与张正浩等[32]的结论一

致。 博罗站 6 月基流减少趋势波动减缓,随时间出
现显著的上升趋势。 相似地,博罗站各月份基流总
体趋势上升,趋势转变的突变年份集中在 1970—
1980 年。 1960 年起新丰江水库运行,全年的径流量
和基流量减少趋势减缓。 1973 年枫树坝水库运行,
枯水期径流量和基流量呈上升趋势,随时间变化趋
势更明显。 径流和基流的突变年份和三大水库运行
时间重合。

图 5　 部分月份径流和基流M-K突变检验曲线
Fig. 5　 M-K catastrophe detection curve of
runoff and base flow in several months

图 6为不同时段的基流指数月变化情况。 在
1959年三大水库运行前,1 月和 12 月的基流指数最
大,其他月份均较小。 随着三大水库运行,1 月和 12
月的 BFI减小,2—11月明显增大。 1960 年三大水库
运行前后,各月份基流量的平均增加量相比径流量多
了 34%,这说明基流受大型水库的调节影响更深远。

图 6　 不同时段的基流指数月变化情况
Fig. 6　 BFI for each month in different periods

1960 年新丰江水库运行后,年内各月份基流量
平均增加量比径流量多了 15% 。 随着枫树坝水库

投入使用,年内各月份基流指数均比 1965—1974 年
进一步增大,各月份基流量平均增加量比径流量多
了 20% ,对博罗站的影响更大。 虽然枫树坝水库的
库容只占三大水库库容的 11% ,但是集雨面积与新
丰江水库相当且地处干流,对博罗站的影响不小于
新丰江水库。 1985 年白盆珠水库开始运行,BFI 与
前一时段差异不大。 白盆珠水库的库容只占三大水
库的 7% ,集雨面积小且处于东江支流,对处于干流
的博罗站基流的影响小于另外两个水库。 水库蓄水
1 a 后会提升地下水水位[33],东江大型水库蓄水使
流域地下水水位提高,基流量较径流量增加更多,
BFI增加。 水库调度对基流的影响与水库的库容、
集雨面积和位置有关。
4． 2． 2　 采砂活动对基流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江下游地区有较大规
模的采砂活动,采砂边界上移逼近博罗河段[34]。 采
砂活动使河床持续下切,枯水期潮区界向上游推移。
2006 年的潮区界已到达博罗站附近,博罗站初显潮
汐特征,到 2007 年博罗站已完全具有潮水位站特
征[35]。 以进入枯水期的 10 月为例,从图 5 可知,博
罗站 10 月径流和基流的 UFK和 UBK曲线在 2005 年
有波动,其中 UFK在 2005 年波动下降。 博罗站 9
月、11 月的径流和 11 月的基流在 2005 年的 UFK和

UBK曲线亦有波动,说明在 2005 年径流和基流的增
加量有所下降。 1986 年后三大水库对基流影响趋
于稳定,与 1986—2005 年相比,2006—2010 年全年
各月份基流平均增加量相比径流只多了 1% ,其影
响小于三大水库调度。

上下游河段采砂规模、强度的不同使局部水面比
降剧增,流速沿程变化明显,河床溯源冲刷[36]。 河床
的变化引起区域产汇流机制的变化,影响径流和基
流。 采砂活动对基流的影响不如大型水库,但长期的
采砂已改变局部流域下垫面,影响未来的水文过程。

5　 结　 语

采用数字滤波法和平滑最小值法对东江流域控

制性水文站博罗站 1954—2010 年的实测日径流进
行基流分割,通过比较这两种方法分割出的 BFI 与
基流过程线,发现两种方法对东江博罗站的基流分
割结果存在差异,平滑最小值法的结果偏大,数字滤
波法的基流过程更稳定,但在研究区内数字滤波法
优于平滑最小值法。 东江博罗站基流量的年内分布
先增加后减少,BFI先减小后波动增加;东江博罗站
年均基流量和 BFI 总体呈增加的趋势,多年平均基
流量为 414． 04 m3 / s,多年平均 BFI 为 0． 56。 枯水年
和偏枯水年的平均 BFI 均为 0． 55,平水年的 BFI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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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7,偏丰水年和丰水年的 BFI分别为 0． 57和 0． 55。
本文主要讨论对径流基流影响较大的降水因

素,其他气象要素对基流的影响本研究并未涉及。
同时,除了大型水库设施建设和采砂活动,人类活动
也通过植被覆盖度的变化、地下水的开采和水土保
持措施等方式影响基流,但任何的人类活动对水文
过程的影响都是发生在某种气候背景下,它不是独
立的。 如何选取和定量分析各要素对东江基流的影
响,需要后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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